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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口流动政策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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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政策历经多次演变，与其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口迁移

和流动的性质、速度、方向、规模也呈现出阶段性动态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的人口迁移主

要体现在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向农村的迁移，但此后转变为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从农村向城市流

动为主。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政策则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从严格限制流动到逐渐放开流动; 从对

进城人口进行管制到进行引导，最终转变为兼顾推动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这些

政策变迁的内涵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需求，也体现了中国社会流动体系不断开

放和完善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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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动和迁移是任何国家与民族的人口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然而，何时从何地迁移或流动

到另一个地方，除了迁移或流动的家庭 /个人的选择因素以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相关国家或地区的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政策、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回顾和梳

理人口迁移和流动政策，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人口变迁、社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出现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这两对概念的划

分，而国际上一般只有“人口迁移”“迁移人口”概念［1］。其中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实现了居住地合法

转移的人口被称作迁移人口，人口是一种户口迁移，属于一个法定的概念［2］，这种户口迁移是与计

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产业发展和劳动力配置的需求。与这种计划控

制内的迁移相对应的便是人口流动，人口流动不涉及户口的移动［3］。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后计划经

济体制的解体，这两种概念出现了交叉。农民工出于经济原因进城务工则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主

流，而这部分流动人口的行为特征与迁移无本质区别［4］。但是，相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明确的户口

变动作为标志，人口流动则是一个模糊的动态概念，除了流动人口的常住户口不变之外，还需要一

个迁移的时间和空间标准。历次的人口普查将流动人口的范围从“跨县”“一年以上”变为“跨乡
( 镇、街道) ”“半年以上”，同时进一步从中排除“市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从而确定了流动人口的三

种类型: 县( 市) 内流动人口，省内跨县( 市) 流动人口，跨省流动人口［4］75。
新中国成立后，原有国民政府的户口登记办法被废除，继而按照先城市后农村的顺序建立起新

中国的户籍制度。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随后的城市福利保障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

制度一同形塑和强化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5］。这种二元结构下城乡差距的扩大同时也催

生了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意愿。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迁移冲击了政府所确立的优先发展城市

和重工业的策略，同时，由于城市自身承载能力的有限性，最终使得这一时期形成了对于人口流动

的严格控制，同时出现了两次政策主导下的人口逆向迁移的运动。改革开放后，对于人口流动的控

制逐渐放开，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大量增加，由此产生的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压力使得政府

在 1990 年代采取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限制人口的盲目流动［6］。进入 21 世纪，随着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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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户籍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结构性障碍也逐步消除，农民工流动走向了共享

发展的“公平流动”［7］。

一、人口自由迁徙与政府有计划迁移并存: 1949—1958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立户籍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人口进行管理而重新建立社会秩序。
1950 年，《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 草案) 》和《城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是中国户籍

管理制度的起点，其目的便是“搞好社会治安，保障安全”，并建立城市公共秩序，恢复城市经济建

设［8］。随后，1951 年 7 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确定由公安部门执行人口

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社会变动等户口管理工作［9］。这一系列政策实际上是在城市初步建立了

全国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农村户口登记制度的建立则晚于城市地区。1953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

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这是中国在农村建立

户口登记制度的开始。其目的是为了摸清全国准确的人口数字以及做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工作［10］。1955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其目的是掌握全国的人

口数据及其变化情况，从而服务于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的建立，户籍管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1］。
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对城市和乡村人口进行管理的政策不断出台，但具体而言，

1949—1957 年间，人们仍然可以自发进行迁移。与此同时，国家也开展了一些有计划的人口迁移，

可以说，这个阶段是国家计划性地进行人口迁移与人们自发迁移相并存的一个时期。一方面，尽管

户籍制度管理已经被纳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 年) ，但在“一五”计划期间并未严格

执行这一制度，1954 年的宪法中仍然规定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城市职工的人数从 1952
年的 1 603 万增加到 1957 年底的 3 101 万人［1］23。另一方面，国家在实施“一五”计划过程中，有计

划地组织了不同地区间人口的迁移，东三省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以及地理上靠近苏联的原因，成为

了当时主要的人口迁移目的地，在“一五”计划期间，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三省累计净流入人口为

243. 1 万人［12］。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
然而，出于发展经济的需求，政府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并基于这一战略选择制定了一

系列派生的制度。由于国内外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没有外来资本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只能选择从农

业中获取剩余，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因而需要维持一个

较低的农产品价格和一个较高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同时，还需要一个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实现工

业部门资金的积累。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通过统购统销政策实现，而工人的低工资则通过政府财

政提供的福利政策维持。195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

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了国家按照粮食统购价格向农户统购其余粮，而当农户需要购买粮食时

则需要按粮食统销价格进行。同时期，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则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由此，户

口和粮食的供应相挂钩，农民需要依靠自身获得口粮，而城镇职工的粮食则由政府供应。
城镇较好福利水平的现实无疑让大量农民产生了向城市迁移的意愿，但由于重工业吸收劳动

力的能力和政府财政能够支撑的城市工人数量的有限性，因此国家需要将农民留在土地上。
1953—1957 年，国务院多次发布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其中 1955 年 11 月，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由此按照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对中国人口进行了划分管理，

而初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的户口管理制度。1958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

布。其中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这一条例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农村人口

迁往城镇，限制农民进城的二元户籍制度至此以立法形式正式确定下来［13］。户口登记条例出台

后，政府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辅助性的行政措施，包括城市人口“定量商品粮供给制度”“劳动就业

制度”“医疗保健制度”［14］，等等。1958 年 9 月，中央出台了《关于精简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中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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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通知》，指出要严格控制农村县镇迁往大中城市的人口。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标志

着人口迁移进入了严格控制的阶段。
但是，这种控制农村人口迁移的制度却受到了“大跃进”运动的冲击。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各城镇

单位开始争抢农村劳动力，同时，由于劳动力管理权的下放，地方招工无需再经由中央审批，于是城镇

职工人数从 1958 年开始快速增加。仅 1958 年，全国职工人数就增长了 85%，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

增至 4 532 万人［15］，城镇人口由 1957 年的 9 949 万猛增到 1960 年的 1. 3 亿多人，3 年增加的 3 124 万

人口中，2 000 万来自农村［16］。迅速增加的城镇人口一方面加大了城镇基础设施和就业的压力，另一

方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产生了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的危机。

二、严格控制自由迁移与政府主导的城市人口下放: 1959—1983 年

为了克服上述危机，中央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开展精简下放运动。1959 年 1 月，中央发

布《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的招工计划需报批中央并

待其批准后才能实施。这一通知的实质是又收回了下放给地方的劳动力管理权限［17］。在限制了

地方城镇人口的继续膨胀后，1961 年，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

九条办法》，进一步对已有的城镇人口进行精简。该《办法》规定，三年内城镇人口必须要减少
2 000 万以上，其中 1961 年至少要减少 1 000 万。从此，中国开始了由行政命令支配的第一次反城

市化运动［8］125。此后，精简下放工作全面展开，1961 年实际减少职工 870 万、城镇人口 1 000 万，到

1962 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 2 600 多万，其中约有 1 000 多万为新近流入城市的农村人

口［18］。其中职工 2 000 多万，干部 100 多万。1963 年 6 月，全国继续减少职工 160 万、城镇人口

800 万的任务基本完成，同年 7 月，中央批转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意见的报

告》的发布，标志着全国性精减工作基本结束［17］25。
大跃进和精简下放运动时期的人口迁移数量庞大，1960 年，人口迁移的数量达到 6 515 万

人［19］，但大部分属于无效的往返流动。1957—1961 年，有 2 604 万人迁入城镇，城镇人口比重由

1957 年的 15. 4%快速上升至 1960 年的 19. 8%［20］，而在 1961—1963 年，则有 2 117 万人迁出城镇，

这部分迁移基本属于省内迁移［19］77。即原本在大跃进被招工进入城镇的农民在精简下放的运动中

重新被下放回农村。此外，这一时期还存在出于经济和国防建设目的的移民，如在 1958—1959 年，

大型水库移民达到 349. 1 万人，新疆建设兵团人数也从 1956 年的 29. 8 万人增加到 1962 年的 86. 2
万人，1959 年新疆年净迁入人口达到 51. 12 万人［21］。除了迁移人口外，在困难时期，还有大规模的

人口外出逃荒的现象，1957—1963 年间，中国有 1 000 万人次以上的农民成为流动人口，在人口流

动高峰期的 1960 年，全国约有 600 万的流动人口［22］。
综上，从 1958—1983 年，中央对于城乡之间人口的迁移始终施行严格限制的政策，个体层面的

自由迁移基本被限制，政府政策成为主导人口迁移的主要力量。1962 年 12 月，公安部颁布《关于

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要严格控制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但对城市迁往农村和同一级别

的城市之间的迁移( 除由中小城市迁往大城市的) ，则一律准许落户。该《意见》中还专门强调了，

要对迁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人口实行特别控制。1964 年 8 月，国务院批转了

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进一步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行严格的控制。该《规定》由此

封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这同时也标志着新中国户口迁移制度的最后确立，1975 年，宪

法中也正式取消了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15］25。1977 年 12 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

迁移的规定》，并指出要严格控制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以及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天津、上
海三市的人口迁移活动。这一规定首次提出了“农转非”的概念，从此，隔断城市间、城乡间自由迁

移的中国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完全形成［23］。此后，公安部进一步规定了每年批准从农村迁入市镇

和转为非农业人口职工家属人数，不得超过非农业人口数的 1. 5‰［5］25。上述政策基本勾勒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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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国家所鼓励的人口迁移方向，即鼓励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乡镇、农村的由高到低的垂直流动

和水平流动，而控制与之相反的由低到高的人口流动方向。其实质上是形成了一种缺乏双向流动

机制的户籍管理制度［24］。
在这种严格控制人口迁移等政策的规定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构成了 20 世纪 60—

70 年代城市向农村人口迁移的主体。将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始于 1955 年，当年毛泽东提出，“农

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主要受到经济因素

的驱动，“升学难”是直接原因，而城市“就业难”则是根本原因［25］。1955—1961 年，下放的人数累

计不到 20 万人［26］。此后，受到政府精简城市人口需求的影响，1962—1966 年，共有约 129. 3 万人

被下放［25］155。文革开始后，这一运动被暂时中断，直到 1968 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此后，该运动再次恢复实行，但其规模更大，其性质也

由经济动因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动员转换为以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政治动员［27］。此后直到 1980 年，

约有 1 700 万知青被下放到农村［25］155。
此外，同一时期，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主要通过招工、招生、征兵等途径进行，1962 年以来下乡的

1 700 余万人中约有 1 000 万通过这些途径又调离农村回到城市，这一时期返回或新进入城市的人

口总计达 2 000 余万人［18］174。

三、控制人口迁移政策松动与人口流动管制: 1984—1991 年

国家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严格限制在 1984 年开始松动，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

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

属可以办理常住户口并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①。随后，1985 年 7 月，公安部又出台了《关于城镇

暂住人口管理的规定》，该《规定》要求，拟在城市和集镇暂住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十六周岁以上的人

需要申领暂住证，这使得农村居民在城镇中长期居住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随着人口迁移相关政策限制的放开，以及同时期城市经济体系改革带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从

1984 年开始，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流入中小城镇打工获取收入，由于这一过程中户籍制度依然存在，

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换句话说，这些农村人口虽然人在城镇地区

从事非农生产活动，但其身份按照户籍管理制度而言仍然是农民。这些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形成了

其年轻时候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以后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的特殊生命周期［28］。在这个过

程中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镇地区并没有带来其户口的迁移。这一时期，全国的流动人口数

量从 1980 年代初的不足 200 万人［29］骤增到 1987 年的 2 479 万人［30］。但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主

要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包括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等地。当地农村人口主要是进入

当地的乡镇企业就业，而城市由于其自身沉重的就业压力，并没有向农民开放。简言之，这一时期

的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经营家庭副业和进入当地乡镇企业就业的方式实现就地就近转移［31］，呈现的

是“离土不离乡”的人口流动特点。
此后，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且其主要流向是北京、上海、

广东及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32］。1989 年，南下珠三角寻求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形成了第一次

民工潮。次年，流动人口的数量达到 3 750 万人［29］31。为了应对快速增加的农民工给当地城市带来

的极大压力，政府在 1989 年开始，重新对流动人口进行管制。1989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

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同年 4 月，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

盲目外流的通知》，要求各地人民政府要坚决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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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通知精神并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当地民工盲目外出。1990 年 4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劳

动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建立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制度，对农村进城务工实行严格管理

并清退计划外用工。1991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 1991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规定企业必须在国家下达的劳动

工资计划之内招用农民工。这一系列的政策重新回归到了计划经济时期对“盲流”的控制，重新收

紧了 1980 年代初开始松动的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从 1988—1991 年，约有 1 000 多万农民工被压缩

回农村［33］。

四、从人口流动管制向引导人口流动转变: 1992—1999 年

1992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并由此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开始真正大规模地

显示出来［34］。政府对人口自由流动的认识也逐渐由管制转变为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

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内自由流动［35］。这段时期，国家对人口流动的政策开始出现新的转折点。
1994 年 11 月，劳动部发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旨在加强农村劳动力跨地

区流动就业的管理，规范用人单位用人、农村劳动者就业和各类服务组织从事有关服务活动的行

为，引导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有序地进行流动。1995 年 9 月，中央发布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

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其中确立了“因势利导，宏观控制，加强管理，兴利除弊”
作为管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指导思想，同时，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加强对农

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调控和管理、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整顿劳动

力市场、改进和加强收容遣送工作等方面完善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
在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下，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人数快速增长，1989—1995 年，流动人口数量增长

年均保持在 10% 以 上［32］454，到 1995 年 全 国 流 动 人 口 已 经 达 到 7 073 万 人，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5. 86%［29］31。此后在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 1. 21 亿［36］，

其中，离土离乡进入城镇在第二、第三产业单位就业的农民工约为 8 000 万人［37］。这一时期，流动

人口进一步向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集中，如 2000 年广东省作为流入地集中了全国

流动人口的 20. 87%，而浙江、上海和江苏三省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占比为 16. 87%。
随着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这部分人群在流入地的福利待遇问题引发学界

和政府的关注。2000 年后，中央对于流动人口的政策进一步转向，由赋予农民工平等权利到提供

和完善农民工所需的各项社会服务和保障，再到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该阶段呈现出的是不断推

动流动人口与城市相融合，实现和谐发展的态势。直至 2008 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

之一是农民工返乡的趋势有所增强，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又先后出台了多项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就

业的政策措施，一方面鼓励这部分流动人口返乡，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整个农村地区的发展，最终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相衔接。

五、21 世纪推动城乡融合的流动人口政策

2000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规定

了从 2000 年起允许我国中小城镇对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给予城镇户口，

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给予城镇居民同等待遇。随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从多

方面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2003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

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工伤保险条例》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

见的通知》，提出要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解决农民工的工资拖欠克扣和子女入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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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建立健全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200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

若干意见》，提出从工资发放、劳动管理、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民主权益和就近就业等方

面解决农民工当前面临的问题。可以看出，政府的政策设置从管控取向发展为服务取向，将农民工

纳入到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项目中，且服务形式更加人性化［38］。随后，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在

2007 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逐步实行居住证

制度，并要求各地政府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

度计划，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2012 年中共十八大提出了要推动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2014 年 7 月，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同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2016 年，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推

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等文件，力图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

有序实现市民化，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除此之外，国家对于农民工返乡问题的关注首次出现在 2007 年的一号文件中，其中提出要鼓

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此后连续数年的一号文件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问题

都有涉及，并进一步提出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政策扶持，给予补助和贷款支持。2015 年，中央

提出要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负担。同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

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提出要提升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整合完善

相应的创业资源和扶持政策，优化创业环境，从而激发农民工的返乡创业热情，推动其与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热潮相结合。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出台了《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从简化市场准入、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用地用

电支持措施、开展创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强化信息技术支撑、创建创业园区( 基地) 八个方

面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活动提供支持，并具体指明了负责相应各方面的部委。2018 年，中央发布

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其

中强调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提升乡村发展整体水平。
2000 年后，在上述相关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推动下，流动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 如图

1 所示) ，至 2010 年，流动人口的总数已经突破 2 亿人。这一时期，流动原因及流动人口的构成逐

渐趋向多元化，社会型、发展型和宜居型流动增加; 老年人口和儿童的规模快速增加，少数民族人口

的流动参与率也有所提升①。这一时期，随着内地省份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向珠三角、长三角集

聚的趋势却有所放缓，相关数据表明，2010 年广东省外来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下降到了

14. 1%，而中部省份作为流动人口流入地所占比例则较 2000 年普遍上升②，流动人口流向的地域

分布变得更加均匀。此外，2008 年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受到了很大影响，返乡农民工数

量也快速增加，因而呈现出进城和返乡并存的局面。农业部 2009 年 1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提前返

乡农民工数量约 2 000 万人以上，大约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 15%［39］。此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也

开始趋缓，2013—2018 年，全国农民工数量的增长率均保持在 2% 以下，在 2015 年，流动人口数量

则首次出现下降，在 2018 年，农民工数量为 2. 88 亿人，较上一年仅增加了 0. 6%，其中，在乡内就地

就近就业农民工增长为 0. 9%，而外出进城的农民工则减少 204 万人，下降 1. 5%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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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 年来的流动人口数量

数据来源: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8) 。

六、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人口的迁移和流动经历了一个从以迁移为主转为以流动为主的过

程，其变迁的速度、规模和方向深受国家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政策调整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

之前，以政策主导下的人口迁移为主，此后，则转向以个体为主导的人口流动为主。
过去 70 年，中央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政策也经历了多次变迁与转折。这些政策最初依赖于

户籍制度而存在和生效。户籍制度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对人口进行管理进而重新建立秩序。但

在经济建设的需求下，户籍制度便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功能，城乡户口的差异逐渐转变为就业和福

利等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后来进一步推动了建国后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潮流，但是这

种迁移一方面减少了农业人口，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城市的负担。这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

略是相违背的，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政府又开始对人口迁移进行严格限制，这种严格限

制的政策一直到 1984 年才有所松动。因而在这一时期，个体的自由流动较少，而国家有计划的

人口迁移占据了主导，主要表现为城乡间的迁移和区域间的迁移。精简下放运动和农村知青上

山下乡运动则构成了城乡间迁移的主体。精简下放运动是为了应对“大跃进”运动中城镇职工

快速膨胀所造成的危机，其选择的策略是削减城市人口的数量。而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经济和

政治两方面的动因。尽管这两个运动中个体具体的迁入迁出地存在跨越不同省市的现象，但其

根本上都属于城市向农村的人口迁移。而区域间的迁移则主要是出于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要求，

是一种跨区域的劳动力调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东北的移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

和三线建设运动等。
限制个体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在 1984 年开始松动，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国

家逐步允许农民落户小城镇，并且对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发放暂住证。而此时，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

重心也逐步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出于经济原因，大量的农民工开始

涌入城市，构成了改革开放至今人口流动的主体，其规模迅速超过了改革开放前这种城乡间的人口

流动，且至今仍是我国人口流动的主流。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经历了一个由向临近小城镇迁移变为

向沿海大城市集中的过程。这种集中的流动冲击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秩序，由此带来了 20 世

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对于农民工流动的管制，这种管制与 1950 年代对农村“盲流”的控制类似，

但其后并不是对农民工流动的进一步严格限制。1992 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展

开，使得国家对于农民工的政策态度逐渐从控制转向引导。这一时期，流动人口的数量保持高速增

长，而相应的管理政策也逐渐完善。进入 21 世纪，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破亿，城市的经济和基础设

施也在十数年间经历了快速地发展，而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由此，中

央政策开始转向于推动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推动其市民化。此后，流动人口的数

量继续保持增长，总量逐渐突破 2 亿人，但其增速在 2010 年后有所放缓，截至 2017 年，流动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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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 2. 44 亿人①。流动人口数量增长放缓的原因较多，一方面是农民工在所处的较低的工资水

平和较高的生活成本的落差，另一方面则是中央对于推动农村发展的政策增强了农村对于农民工

的吸引力。由此使得一部外流的农村人口开始回流，返乡现象开始增加，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加速了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政府也随之出台了相应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政策，旨在推动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过去 70 年里，中国关于人口迁移流动的政策经历了严格限制、松动放开、管制、引导、完善服务

等不同阶段，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的流动迁移经历了一个从迁移为主转向流动为主的过程。但实际

上农民迁往城市的意愿始终是强烈的，在改革开放前这种意愿被压制了，其后被释放出来，形成了

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的大潮。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在自由流动方面所存在的张力。个体的流动

主要出于自身和家庭生计的考量，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进入城市对于农民家庭而言意味着获得更

高收入的机会，因而进入城市成为农民个体的优先选择。而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对于流动人口的管

理政策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要求农民留在农村，于是政策

转向严格限制农民进城。有计划的区域人口迁移则赋予各类经济和国防建设活动。20 世纪 60 年

代城市的就业压力推动了城市人口下放的运动。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

农民工进城限制被放开。而民工潮带来的压力则形成了新一轮的管制，管制之后的政策引导和服

务完善则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的扶持也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

需要。
过去 70 年国家关于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政策的不断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其作为一种公共政策

始终嵌入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当中，同时，这一公共政策始终没有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而是作为

一种工具性的手段存在。个体流动意愿与流动政策之间的分歧和统一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阶段国

家对于其中的个体行为的要求与利益取舍。然而，这些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表

明了中国政府作为发展型政府在过去 70 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城市与乡村抑或差别对待、抑或协

同或包容性发展的政治态度，并呈现出中国社会日益开放、社会流动体系日趋完善的发展态势。未

来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中国政府将如何制定关于国内甚至跨国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的政策，将

是下一步可探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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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n Trajectory of Migration Policies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19

LU Jixia WANG Dongsheng WU Lijua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seventy years ago，policies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have undergone many chan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Correspondingly，China's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also
presents periodic dynamic changes in terms of nature，speed，direction and scale． Before the 1980s，China's population mi-
gration was mainly in the inter-regional and urban-to-rural migration． But since then，population mobility has characterized
with individual or family based migration from rural to urban． In a word，the policie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have experienced a relatively complex evolution，from strict restrictions on migration to gradual liberalization of mobility，

and from control on mobility to guidance for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and finally to promote the ur-
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and encourage returned migrants to start their businesses and being employed locally．
The conno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reflects the different needs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also shows the social mobility system in China has been more and more open and improved．
Keywords Seventy years; Migration; Population flow; Polic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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